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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①

刘　 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自 ２０１８ 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问题变得愈发重要。 在城乡环卫一体化

的政策推动下，东部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乡 ／ 镇转运、县 ／ 市处理”的模式逐步确定，形成了农村保洁员这

一劳动群体。 关注农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问题，特别是女性参与村庄日常保洁和垃圾收集工作的实践与挑战，

有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 以华北平原一个实行“垃圾上门收集模式”的乡镇为例，在

环卫设备机械化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农村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后果，说明老年女性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

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维护农村环卫与保洁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居环境；生活垃圾治理；性别化分工；保洁员；农村妇女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２；Ｃ９１３．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０９－１２

一、导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打响了乡村振兴的

第一枪。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深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指出，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
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政策引领下，东部

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逐步形成了“户集、村收、乡 ／镇转运、县 ／市处理”模式。 这种模式通常需

要政府和村集体出资聘请物业公司服务，由此催生出农村保洁员这一新型职业身份②。 农村保洁员

由村 ／镇统一公开聘用，划片负责村庄范围内的清扫保洁、垃圾转运、绿化维护等工作，接受村委会

和物业公司的指导和监督。 与城市环卫保洁工人一样，这个群体通常被其他人称为“收垃圾的”或
“扫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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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２０２２ 年版）》将环境卫生服务人员定义为“从事公共区域保

洁，生活垃圾清运、处理和相关作业的人员”。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２０２２ 年全国约有环

卫工人 ２００ 多万人①，这一数字远远低于维持现有环境卫生服务所需的环卫工人数量②，环卫工人

普遍面临着收入低、工作量大、工作环境恶劣、社会地位低下等现实问题。 作为环卫和保洁领域主

要从业者的女性通常还具有来自农村、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等特征③。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指出，女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如何增进包括女性村庄保洁员

在内的环境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权益和个人福祉，不仅关乎女性参与环境与公共事务的需求、机会

和能力，而且有助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的女性参与问题。 通过在华北平原风华镇④

开展的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发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制度下的农村环卫保洁工作具有自我污名化特征，
且存在基于环卫设备使用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具体表现为“男性开电动车收垃圾，女性骑三轮车扫

大街”。 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劳动报酬、支配关系和劳动可见性等三个方面将乡村女性保洁员置

于次级地位。 另外，乡村妇女通过从事村庄保洁工作能够获得归属感和情感支持，这既是老年女性村

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的一种方式，也有利于打破老龄化背景下乡村生活的“原子化”趋势，
推动构建文明、和谐、友善的乡村社会关系，激发乡村生活的生机与活力。 这些发现揭示了农村保洁

员的职业与劳动境况面临的性别与年龄的交叉歧视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性从事村庄环卫保洁工

作的困境与动力，从而回应近年来学界对于如何支持村民和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环境治理的探

讨⑥，对进一步培育农村妇女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会与能力也具有政策意义。
本文将从职业性别隔离和职业污名化的视角入手，梳理劳动分工与劳动过程的性别化问题，揭

示在卫生与废弃物管理领域工作的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 以华北平原一个正在实施生活垃圾上门

收集的镇为案例，呈现垃圾上门收集过程中村庄环卫保洁员群体的劳动与互动过程，剖析村庄环卫

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结果，探究女性村庄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

系，并为维护乡村环卫保洁工作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

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职业性别隔离：表现与成因

职 业性别隔离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ｘ ） 是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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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全国环卫工人数量达 ２００ 多万名 各地持续推进改善待遇维护权益》，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２１８３９．ｈｔｍ，２０２４．０５．０２．

根据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道路面积、清扫保洁面积、生活垃圾清运量等数据推测，全国共需

要 ４５０ 万环卫工人，在现有作业模式下，这一数字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进一步攀升（数据来源：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盈峰环

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环卫工人收入现状及环卫装备替代人工发展潜力白皮书》）。
参见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光启书局，２０２３ 年版。
按照研究伦理与写作规范，本文中提到的镇 ／ 村 ／ 企 ／ 人名均为化名。
杜鹏，李子洋：《打破“共谋沉默”：老年妇女的韧性、贡献与赋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戚晓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女性参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



题①，其指的是以性别为依据的工作与职业分配，体现出“性别化的劳动分工”（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是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来源②。 职业性别隔离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以性别划分职

业类型的水平隔离与以性别划分职位高低的垂直隔离③。 职业性别隔离揭示出从业资格、工作条

件、晋升机会、薪资待遇和技能培训等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隐含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总的来说，
女性通常处于低收入、低地位、辅助性和服从性的领域，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占据高收入、高地位、具
有引领和决策权力的位置。

职业性别隔离与性别刻板印象、社会规范、社会歧视以及教育和培训机会等结构性因素相关④。
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限制了女性进入某些行业 ／职业领域或获得晋升的可能，助长了关于某些工作

更适合男性或女性的观念，也贬低了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工作的价值。 此外，将家庭与工作两个领域

内的性别化劳动分工结合起来分析更有助于理解职业性别隔离的社会成因⑤。 对于女性家庭角色

的社会期待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化的家庭劳动分工迫使女性承担更多照护与养育的家庭劳动，从
而更容易陷入家庭职责与工作职责、母职期望（作为一种惩罚式的“必须性期待”⑥）与自我实现的

两难处境。 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职业女性通常很难协调上述冲突，不得不逐渐退出职场晋升

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于女性难以承担关键工作职责的刻板印象。
技术进步使得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 Ｊｕｄｙ Ｗａｊｃｍａｎ 所指出的，

技术并非性别中立的（ｇｅｎｄ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技术的发明、推广、应用和更新都体现出技术所处的社会文

化情境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同时也被二者塑造⑦。 综合既有研究，技术与劳动分工性别化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不论事实是否如此，由女性主导的工作通常被认为在技术含量和重要性上次于由男性主

导的工作，这种观念同样是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的产物⑧。 在工作中理解、掌握并运用一些技

术被认为是更有男性气质的表现⑨。 反过来说，在这种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可能会主动或

被动地减少使用这些技术的可能。 其次，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改变甚至替代一些专业领域中由女性

承担的工作，从而加剧性别刻板印象。 通过研究宋、明、清时期的丝织业变革历史，白馥兰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Ｂｒａｙ）清晰地勾勒出丝织生产工业化前后，女性如何从发明者或管理者逐步沦为辅助性

工人，从而在纺织领域被迫边缘化这一历史过程⑩I0。 最后，虽然技术进步可能增加女性进入那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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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



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的概率，但劳动力市场准入平等并不等于职业性别平等，由男性主导的

行业和组织要求女性必须适应男性的工作理想和标准才能确立自己的专业地位①。 在以男性为主

导的数理和工程领域（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简称 ＳＴＥＭ），即使女性为职

业生涯以及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了诸多努力，工作组织中的制度设计和性别角色期待依然

会排斥女性的职业身份。 性别化的等级分工与女性不适合技术型岗位的偏见形成了 “循

环论证”②。
（二）“脏活”与职业性别隔离

本文关注的环卫保洁工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脏活”（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即在身体、道德和社交层面具

有不被社会认可的“污点”③。 “脏活”带来的职业污名多见于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从业者，比如清

洁工（身体接触垃圾、粪便等“脏”东西）、性工作者（常常受到道德谴责）以及屠宰厂劳工（既包括与

血液、尸体等禁忌之物的身体接触，又涉及动物伦理等道德问题）等。 由此可见，“脏活”之“脏”不
仅仅指涉劳动对象与劳动环境的物理属性，更重要的是社会规范与价值判断上的“不道德”、“不光

彩”或“不体面”④。
美国社会学家埃亚勒·普雷斯（Ｅｙａｌ Ｐｒｅｓｓ）在其最新著作中进一步拓展了“脏活”的社会内涵

与道德负担。 他指出，“脏活”具有的最重要的一项特征是“好人” （即社会中的体面人）的默示授

权。 “（好人）认为这类工作对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但并不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还会将相关责

任撇得一干二净……授权乃基于这样一项了解，即其他人会处理日常的苦差事”⑤。 换句话说，什
么是“脏活”、谁来从事“脏活”以及“脏活”为何有损声誉，这些问题的出现总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不

平等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占据更多资源的群体更有可能免于从事“脏
活”，从而免受职业污名的困扰。 另一方面，针对“脏活”的污名、歧视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伤害正

是源于这些特权阶层的无视、默许和回避。
许多“脏活”都具有职业性别隔离的特征，特别是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脏活”行业通常从生理

和心理两个维度对女性产生排斥。 虽然没有单独探讨，但普雷斯书中描绘了在男性主导行业工作

的女性（比如在监狱工作的女性心理咨询师和屠宰场流水线上的女工）所承受的职业污名、暴力威

胁、风险暴露与性骚扰等多重负担及其导致的羞耻、自责与恐惧等负面情绪⑥。 以尼泊尔的建筑女

工为例，Ｋａｌｐａｎａ Ｗｉｌｓｏｎ 等人探讨了非正规、不稳定工作中与性别相关的工资不平等、工作基础设施

不足、性骚扰等问题，以及女性为争取同工同酬、性别平权和改变家庭性别观念开展的多项抗争策

略⑦。 着眼于我国公路货运业，马丹分析了“跟车卡嫂”（即与丈夫共同跑车经营货运的妻子）进入

传统男性蓝领职业后如何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改变原有的性别认知与性别观念⑧。 这些研究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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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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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ＥＩＭＡＮＮ Ｓ．，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Ｋ．，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ａ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Ｆｉｅｌｄ，Ｇｅｎｄｅｒ，Ｗｏｒｋ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２０２４，ｐｐ．１６－３５．

李晓天：《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为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ＨＵＧＨＥＳ Ｅ．Ｃ．，Ｇｏｏ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９６２，ｐｐ．３－１１．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Ｐ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ｂｏｏ，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６６．
［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李立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１３ 页。
［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ＷＩＬＳＯＮ Ｋ．，ＩＳＭＡＩＬ Ｆ．，ＫＨＡＲＥＬ Ｓ．，ｅｔ ａｌ．，Ｗｏｍ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Ｗｏｒｋ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２０２４，ｐｐ．４１９－４３４．
马丹：《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地展现了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女性所面临的职业污名和职业性别隔离问题，也揭示了双重压力下

女性反思、挣扎与博弈的过程。 缓慢、日常、零碎的劳动实践成为女性挑战甚至破除传统性别分工

限制的关键过程①。
本文关注卫生与废弃物管理领域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 现有研究指出，废弃物管理领域存在

基于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劳动分工，其中女性大多集中在垃圾收集、清扫和分类等低收

入、高风险的劳动领域②。 在我国，与白领职业领域相比，蓝领和半蓝领的职业性别隔离仍在持

续③。 女性与外来务工者身份的叠加使得垃圾清洁工遭受双重污名，特别是垃圾分类运动开展后，
环卫工人时常承受垃圾混合收运的指责④。 在城市中从事垃圾相关工作的农村女性不仅要承受职

业污名，还要面对与之相关的抚养、照护与教育问题，比如难以为孩子提供卫生的生活环境，难以减

少职业污名给孩子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被迫与孩子分离⑤。
在以上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环卫工作的性别化问题。 透过职

业性别隔离的视角，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谁参与了农村环卫保洁工作？ 农村日常保洁是否存在性别

化的劳动分工？ 清扫和运输设备机械化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村庄女性保洁员的劳动角色、工作能力

和劳动实践？ 她们又是如何理解与应对从事这项职业的潜在风险或困难的？

三、案例选择和研究方法

风华镇地处鲁中丘陵的北部边缘，现辖 ５６ 个行政村，辖区面积 ７４ 平方千米，总人口 ５．４ 万人，
是山东省淄博市首个实施农村生活垃圾上门收集的乡镇。 作为全国重点镇和全国综合实力千强

镇，风华镇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有很大的张力。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

始，凭借矿产资源优势，风华镇逐步形成了采矿、冶铁、炼钢、燃料、热电、化工、管件加工、医药玻璃、
生物制药、造纸等多业并举的工业体系。 ２００６ 年起，镇财政收入连续 ５ 年位居全区首位。 ２０１３ 年

以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空气污染防治力度，风华镇的财政收入增幅逐渐放缓。 ２０２１ 年全镇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４６８．８７ 亿元，财政收入 ５．５８ 亿元。
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地方收入，也导致了生活垃圾的急剧增加与环境污染的加重。

２０１４ 年，山东省开始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要求采取环卫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城乡生活垃圾“统
一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 风华镇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逐渐从过去的随地乱丢，
转变为经由垃圾桶收集后统一处理。 ２０２０ 年起，为了配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风华镇开始

采取上门收集后分类处理的垃圾治理方式。 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为我们理解村庄保洁员这一劳动群

体的产生与劳动过程提供了具体情境。
具体来说，风华镇以“垃圾上门收集、全域消灭垃圾桶、实施垃圾分类”为整治目标，以“垃圾日

产日清、机械化扫保、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为总思路。 在环卫市场化方面，将城乡环卫一体化

３１

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马丹：《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更多数据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 ／ ｉｅｔｃ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４．０７．０１．
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张劼颖，蒋培：《垃圾分类项目中的关键行动者———一个关于清洁工人的民族志》，《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胡嘉明，张劼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 年版。



工作和绿化管理工作整体打包，以 ７５０ 万元 ／年的价格承包给润田环卫公司。 在设施与人员配置方

面，镇政府投资 １１０ 余万元，采购了 ５２ 辆垃圾收集电动车，按照村民人数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比

例配置村级保洁环卫人员，负责村庄内部的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和绿化等工作，并要求环卫保洁人

员的年龄不超过 ７０ 周岁，由镇政府按照 ９０００ 元 ／年的标准发放工资，以期实现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常态化。 在垃圾分类方面，镇政府将农村垃圾细分为六类，分别为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农业生产

垃圾、柴草和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以及建筑垃圾。 针对每种垃圾类型，采取不同的收集和处理方式。
其中，垃圾小车上门收集的主要为生活垃圾、柴草和餐厨垃圾以及有害垃圾等三类。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本研究课题组前往风华镇所在的市辖区进行预调研，通过与垃圾焚烧发电厂、垃
圾分类相关企业（生物堆肥、生物质燃料）以及乡镇、街道干部进行访谈，初步了解该市辖区内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及处理等相关工作的总体情况和示范点建设。 ９ 月，课题组在风华镇开展为

期两周的正式调研，经镇政府介绍选取了 ９ 个尽可能涵盖不同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的案

例村庄，开展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在其中的 ７ 个村庄中，笔者参与了垃圾上门收集工作，每日工作时长约为 ６０ 至 １８０ 分钟，将劳

动过程以图片、视频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最终形成了１．３万字的《风华镇劳动日记》。 劳动之余，
笔者与垃圾收集员、村庄保洁员、村干部、村民等进行了一对一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围绕该村垃圾

收集与处理的历史与现实、个人的乡村环境治理参与等方面展开讨论。 除了乡村调研，访谈对象还

包括污水处理厂、人畜粪便处理企业、环卫公司、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每
个人的访谈时长为 ６０～９０ 分钟。 调研共收集访谈记录 ４０ 份，包括 ８ 位垃圾收集员（均为男性）与
１０ 位保洁员（均为女性）。 这些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为 ６８ 岁，从事本村保洁环卫工作的时间在 １ 年

至 ４ 年之间不等，每日早间最早工作时间为凌晨 ２：３０，最晚不超过早上 ８：３０，具体信息如表 １。
表 １　 受访保洁员基本信息（Ｎ＝ １８）

受访者 村庄 年龄 性别 家庭状况
参加保洁

工作年份

每日保洁

工作时段①
月薪

（元）

苏大爷 大成 ６９ 男 与老伴同住，老伴是村庄保洁员 ２０２１ 年 ５：３０－６：３０ ２５００

李阿姨 东成 ７０ 女 不明 ２０２０ 年 ６：３０－８：００ ６００

赵阿姨 东成 ７０ 女 独居，有两个儿子 ２０２０ 年 ６：３０－８：００ ６００

王阿姨 东成 ６５ 女 与未婚的儿子同住 ２０２０ 年 ６：３０－８：００ ６００

路大爷 东成 ８１ 男 不明 ２０２０ 年 ７：００－８：００ １８００

隋阿姨 西成 ７０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五口同住 ２０２１ 年 ４：３０－６：３０ ６００

王大爷 西成 ６７ 男 独居 ２０２１ 年 ５：３０－７：００ １２００

吴阿姨 南成 ６８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老伴是本村

的垃圾收集员
２０１９ 年

６：３０－７：３０
１６：３０－１７：３０

８００

宋阿姨 南成 ７３ 女 独居 ２０１９ 年
６：３０－７：３０

１６：３０－１７：３０
８００

林阿姨 南成 ７０ 女 不明 ２０２１ 年
６：３０－７：３０

１６：３０－１７：３０
８００

于大爷 小成 ７１ 男 独居 ２０２１ 年 ６：１５－７：３０ １０００

孙阿姨 北成 ６３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２０２０ 年 ５：３０－７：３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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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为夏季（５ 月至 １０ 月）工作时段。 一般情况下，冬季（１１ 月至次年 ４ 月）的工作时段会推迟到日出之后，大
约在 ７：００－７：３０ 之间。



续表

受访者 村庄 年龄 性别 家庭状况
参加保洁

工作年份

每日保洁

工作时段

月薪

（元）

卢阿姨 北成 ７０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 ２０２０ 年 ５：３０－７：３０ １０００

韩大爷 北成 ６６ 男 与老伴同住，老伴是村庄保洁员 ２０２０ 年 ５：３０－７：３０ １０００

周大爷 北成 ７５ 男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２０２０ 年 ５：３０－７：３０ １０００

邹大哥 中成 ５３ 男 与妻子共同承担本村垃圾收集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６：００－８：３０ １２００

牛阿姨 行村 ６１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２０２２ 年 ２：３０－４：３０ １３３０

何大爷 行村 ６８ 男 独居 ２０２０ 年 ３：３０－５：００ １３３０

四、研究发现

垃圾车的起点是苏大爷的家，在富民大街的南端。 因为挨着村委会，周围的几户门前

都没有垃圾。 到了大街中段，一户大门前摆放了三个垃圾袋。 里面是果皮、菜叶之类的，
似乎被猫狗扒过，有垃圾散落在地上。 苏大爷拎起垃圾袋就扔到车厢里，对地上散落的垃

圾毫不在意。 因为那些垃圾很快就会被包括他的老伴在内的三个保洁员用扫把清理干

净。 村妇女主任称她们是“三个娘们”。
《风华镇劳动日记》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上述文本记录了笔者第一天参与村庄垃圾收集的劳动场景。 不难看出，大成村的日常保洁工

作分为两个部分：（１）由男性保洁员驾驶垃圾小车收集垃圾；（２）由女性保洁员骑着人力三轮车打

扫街道。 事实上，在田野调查的 ９ 个村庄中，“收垃圾的”几乎都是男性保洁员，女性保洁员则是

“扫大街”队伍的主力军。 镇政府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３ 年风华镇共有村庄保洁员 ２９５ 人，其中女性 １５５
人，男性 １４０ 人，男性群体中有 ５６ 名垃圾小车驾驶员。 在经验观察和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将分

析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劳动参与、劳动分工和劳动体验，理解机械化设备使用与性别化劳动分工的

关系与后果，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提供一个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新视角。
（一）“好人谁干这个？”：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自我污名与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虽然环卫保洁工作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十分必要，乡村垃圾收集员和保

洁员却习惯性地对自己的职业身份进行自我贬损。 对于专事“脏活”的工人来说，工作带来的道德

负担和情感困境包括被污名化、自责、丢失颜面和自尊受损等①，大多数受访对象都表达了类似的感

受。 在劳动过程中，小成村垃圾收集员于大爷曾自嘲道：“好人谁干这个？”北成村孙阿姨在劳动后

的访谈中袒露：“收拾垃圾是最底层的活，我一直干，也习惯了……”。 这些说法反映了村庄环卫保

洁工作从业者的污名内化倾向。
“污名内化”指被污名者认同自身或群体被施加的污名并形成稳定的自我污名，无力应对是从

业者选择污名内化的原因之一②。 根据受访者自述，我们归纳出导致污名内化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因

素。 一是难以清除身体上的生活垃圾的气味，“干一早上，身上就有味，干这个活干净不了” （孙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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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Ｅ．，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Ｅ．，ＣＬＡＲＫ Ｍ．Ａ．，ｅｔ 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０，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４９－１７４．



姨）。 在夏季，垃圾的臭味萦绕在车厢内挥之不去，不仅难闻，而且会沾染衣物（周大爷）。 由于担

心身体散发臭味，许多保洁员选择在工作时固定穿一套衣服，但是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让他

们无法真正消除垃圾的臭味对他人的影响。 二是难以避免与垃圾接触而留下污垢，“垃圾很脏，但
是你要使（用）手（拿垃圾）……最脏的活，工资还最低” （邹大哥）。 “我戴着两层手套，手上都有

油，干净不了”（卢阿姨）。 身体和衣服上留下的污垢如若未及时清洗，就会伴随着保洁员的移动而

移动，可能在村庄的社交、办公等公共场所留下印迹，成为他人背后议论的对象。
导致上述两个因素的直接原因是劳动设备简陋和缺乏劳动保护。 不论是狭小且缺乏保温措施

的垃圾小车，还是“小车对大车”的垃圾转运方式，无一不将保洁员暴露在一个更容易被污垢和臭味

沾染，也更缺乏尊严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之中（见图 １）。 在财政收入减少和环保要求增加的双重约

束下，不少乡镇垃圾转运站无法实现压缩设备的绿色升级，转而通过各村垃圾小车对接环卫公司的

垃圾压缩清运车的方式，将村庄生活垃圾转运到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而这个权宜之计可能进一步

增加了村庄保洁员的劳动强度和环境风险暴露。

　
图 １　 垃圾小车驾驶室（左）和垃圾转运站（右）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污名内化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村庄保洁员有限（乃至几乎没有）的选择空间与议价能力。 同样由

于乡镇财政紧张，自 ２０２２ 年起，村庄保洁员的工资暂时由村集体部分垫付，这将那些村集体并不宽

裕的村庄保洁员置于收入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当被问到为什么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还坚持做这

份工作，许多保洁员表示受到年龄和身体限制，很难再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不做这个，那就一点

都挣不了”（王大爷）。 “以前在工地（干活），砸伤了脚，走路不方便，人家都不用我了” （韩大爷）。
这些“留守老人”虽然无法在村庄外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坚持“农民终生劳动”的观念，不愿轻易放

弃工作机会。 因此，尽管村庄保洁工作的月收入远低于该行政区最低工资标准（２２００ 元），但对于

这些老年村民来说，村庄保洁工作依然是他们唯一稳定的劳动收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因为家庭而非身体原因选择村庄保洁工作。 正如南成

村干部在回忆保洁员招募时所说：“男的他不干（这个活），他都出去干（别的）活，再说他也不下力

（干这活）。”实际上，案例村庄女性保洁员的总数（３１ 人）是男性（１４ 人）的两倍多，这反映出村庄环

卫保洁工作的职业性别水平隔离趋势。 男性村民只有在无法找到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从

事村庄保洁工作。 而对于 ７０ 岁以下的女性村民来说，即使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也会因为抚育和照

料等家庭原因选择保洁工作。 村庄保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不会影响她们抚育孙辈的日常劳

动，能保证她们兼顾家庭责任与家庭收入。
行村的牛阿姨提到，她之前在一家饭店打工，虽然不耽误接送孙女，但是会占用周末照看孙女

的时间。 而当村干部询问她是否要做保洁工作时，她表示需要与家人商量。 她特意询问了儿媳妇

的意见，在得知“只要不耽误接孩子就行”以后，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此外，由于保洁工作离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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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操作，家人有时也可以代为劳动，从而使女性有机会去做更能赚钱的工作或更加紧迫的劳动任

务。 西成村的隋阿姨提到，她的“掌柜的”（即老伴）做过心脏手术，不能外出务工。 但是老伴可以时

常代替她完成村庄内的保洁工作，她就有机会到城市里的环卫公司做日工，日工工资（１２０ 元 ／天）远远

超过村庄保洁（２０ 元 ／天）。
总之，不论是为了承担生产性还是照料性责任，在选择是否从事村庄环卫保洁行业时，女性考

虑的家庭因素要远远多于男性。 这说明在年龄和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女性更有可能选择回村

做保洁工作，因此部分地解释了村庄保洁工作中女性为何是大多数。
（二）“他会说我”：乡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分工与女性实践

在风华镇，镇政府制定村庄保洁人员的工资标准和工作要求，村集体则负责人员招聘与管理。
虽然没有关于保洁人员性别和分工的明文规定，但是村庄保洁的日常工作却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化

分工特征。 在乡村环卫队伍中，作为少数的男性往往承担与技术相关的工作（如驾驶、使用以及维

护垃圾小车和机械扫保车），作为多数的女性则从事技术需求较低的工作（如使用扫把扫地和收集

垃圾、骑三轮车等）。 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似乎成为每个村庄聘用保洁人员的一种共识。
大成村妇女主任从性别观念的角度解释这种分工，认为“男的打扫不认真，不如女的扫得认真”。

小成村和南成村的书记则认为由于男性村民很少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所以要把男性安排在关键岗位

以示重视。 另外，许多村干部在访谈中隐晦地表示，电动垃圾小车的驾驶、基础保养和维修都是技术

密集型劳动，农村妇女难以胜任。 镇政府工作人员则指出，垃圾清运要求垃圾小车在村庄与垃圾中转

站之间穿梭，这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工作任务和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还有可能要处理突发情况，对驾

驶员的体力、安全保障能力和突发情况应对能力等均有较高要求，少有女性能达到标准。
这种性别化的环卫劳动分工从劳动报酬、支配关系和劳动可见性三个层面将女性置于次级地位，

亦即职业性别垂直隔离。 首先是劳动报酬。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庄保洁员的标准工资为 ９０００
元 ／年，具体执行标准由村庄自行决定。 也就是说，在政策设计层面，“收垃圾”和“扫大街”的工作任务

和薪酬标准并无差别。 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垃圾收集员（亦即垃圾小车驾驶员）的薪酬普遍高于保

洁员。 由表 １ 计算可得，保洁员的平均月收入（８１３ 元）仅为垃圾收集员平均月收入（１３７８．７５ 元）的
６０％。 关于驾驶垃圾小车收集、转运垃圾的技术要求更高、工作难度更大的说法为这种薪资差异提供

了一定的合理性支持。 在田野调查中，没有任何女性保洁员对薪酬差异表示异议。
其次是支配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垃圾小车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机械化程度更高，它自然而

然地成为垃圾收集和转运工作开展的基础和核心。 而小车驾驶员因此有机会安排村庄垃圾收集的

时间、路线以及各人负责的区域等。 由于实际工作中小车驾驶员都是男性，这在无形中赋予了作为

垃圾收集员的男性调动、安排乃至支配女性保洁员的权力。
按照风华镇的规划，统一购置垃圾小车的目的是实现垃圾上门收集，那么垃圾小车驾驶员的主

要职责就是“收垃圾”。 换句话说，“收垃圾”与“扫大街”理论上是分开完成的两项工作任务。 田野

调查中发现，有 ３ 个村庄的确是这种分工模式，但在其余 ６ 个村庄中，垃圾收集工作则由驾驶员和

保洁员共同参与完成，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在大成村和北成村，女性保洁员紧跟垃圾小车，一路上

不断下车捡拾路边的垃圾袋，并投入垃圾小车中；在行村，女性保洁员与垃圾小车分头行动，各自收

集范围内的垃圾并运送到中转站；在东成村与南成村，女性保洁员挨家收集垃圾后，运送并投入停

在原地的垃圾小车中。
东成村的垃圾收集场景呈现出十分典型的支配关系（见图 ２）。 每日清晨，垃圾收集员路大爷

将垃圾小车停在村庄的主路上，由 ７ 名女性保洁员分别骑着三轮车沿街收集垃圾，然后投放到垃圾

７１

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



小车中。 当垃圾小车再也装不下任何垃圾时，这些保洁员会骑着载满垃圾的人力三轮车，与驾驶电

动垃圾车的路大爷一同运送垃圾前往离村庄不远的垃圾中转站。 这个例子生动展现了作为村庄保

洁队伍中心的垃圾小车驾驶员如何支配他人展开劳动。 更重要的是，以垃圾小车为代表的环卫设

备机械化并没有降低女性体力劳动的强度。 在这种支配关系中，垃圾收集工作所需的体力劳动被

转移给设备更基础、收入更低的女性保洁员们。
不论是往垃圾车中投放垃圾，还是往垃圾中转站里倾倒垃圾，路大爷几乎不必亲自动

手……在我看来，路大爷俨然成为“保洁大妈团”的“首领”。 他站在一旁，不时和路过的村民聊

上几句，只等着阿姨们把自己的三轮车清空，然后转身下令，指挥着阿姨们前往下一个街巷。
《风华镇劳动日记》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图 ２　 正在收集垃圾（左）和中转站里倾倒垃圾（右）的女性保洁员们

最后是劳动可见性。 这里的劳动可见性是指劳动的投入、过程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人察

觉和承认。 不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女性及其劳动常常是“隐形的”或“幕后的”，尽管这些劳动对

于家庭和社会的运行至关重要①。 在上述劳动支配关系的框架中，为了完成团队分工，女性保洁员

通常需要起得更早、工作更久，还要在经济上投入更多。
行村的保洁员牛阿姨和驾驶员何大爷分别收集不同街道的生活垃圾，每人每月的工资均为

１３３０ 元。 牛阿姨负责的片区里有约 ２００ 户，何大爷负责 ８０ 户。 由于镇上统一为保洁员配置的人力

三轮车使用起来比较费力且容量十分有限，牛阿姨自费购入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并且把车斗的外

沿加高，以运载更多垃圾。 除了比何大爷更早开始工作，牛阿姨还必须在孙女起床前赶回家中做早

饭并送孙女上学。 在一次单独聊天中牛阿姨提到，何大爷有时会检查她清扫过的路面，“扫不好他

会说我”（即“批评我”）。 在南成村，三位保洁员阿姨也分别自费购入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收集好

垃圾后送入停在村委的垃圾小车中（见图 ３）。 而小车驾驶员（吴阿姨的老伴）只需在特定时间段内

将垃圾从村庄运送到垃圾中转站即可。
我们知道，环卫设备机械化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环卫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但是风华镇的

劳动实践却揭示了建立在机械化扫保设备基础上的性别分工与不平等问题。 与驾驶垃圾车的男性

保洁员相比，女性保洁员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经济与体力投入，但是这些投入通常发生在例行工

作时间或者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很难被官方或社区同伴认可，更不必说补偿。 在机械化与智能化的

行业发展背景下，如何调整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与福利在不同性别群体间的不均衡分配，或许对包

括环卫行业在内的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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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村庄保洁员使用自费购买的电动三轮车收集和运送垃圾

既然农村环卫保洁工作如此辛苦，为何女性依然参与其中？ 带着这个问题重新观察村庄保洁

工作的劳动过程，我们发现，作为保洁员的农村女性不仅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还可以从劳动中获

得社会支持。 从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角度来看，参与收垃圾、大扫除等环境清洁工作也可能为老年

女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渠道。 协作、互助与社交产生的愉悦、归属感和信息

交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普遍意义上的“脏活”带来的羞耻和群体性压力，缓解污名化和隐

形劳动可能导致的沮丧或焦虑。
西成村的两位女性保洁员不仅在意自己怎么把路面打扫干净，还会主动干预他人行为以维护

环境卫生，比如拦截穿过村中的卡车，要求司机给车斗内的秸秆覆盖顶膜以防运输过程中秸秆掉

落。 虽然东成村的女性保洁员们要承担更多的工作，但是她们也在劳动中攀谈与互助，“阿姨们一

直在互相交流，除了相互协调、帮助，她们也会聊谁家丢了一双看起来很新的鞋子、丝瓜怎么炒会更

好吃”（《风华镇劳动日记》）。 在劳动结束后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当笔者提起这些互动场景时，阿姨

们纷纷表示对这种群体劳作的认可。 焦点小组与参与式观察交叉印证了女性保洁员在劳动过程中

通过协作、社交和相互支持获得的成就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赵阿姨：“俺（们）就是朋友，比那一家人还团结。”
王阿姨：“这一帮人都很好，有说有笑的。”
赵阿姨：“以前这么大的村，还不大认识。 这一干活还都（关系）很好了。”
李阿姨：“不管轻活重活，谁也不分。 哪个重活干不了，都上去帮忙。”
王阿姨：“其实这个活干起来还是很好，干个三年五年，心态就很好。”

五、结论与建议

保洁员、清洁工和环卫工人等群体是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系统、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中介，在
垃圾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①，但是这样一个关键群体却常常被忽略。 通过对 １８ 位农村保洁员进行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农村保洁员具有职业污名内化的倾向，这种自我污名化与保

洁员的劳动体验、劳动保障和身体状况相关，具体包括：难以清除身体上的生活垃圾的气味、难以避

免与垃圾接触而留下污垢、劳动设备简陋和劳动保护缺乏以及因年龄和健康等导致的有限的工作

选择与议价能力。 此外，村民选择从事这项劳动的原因和意愿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由于要平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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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的关系，更有可能选择村庄保洁工作，即使她们本有机会在村外找到工作。
研究还发现，以垃圾小车为代表的环卫技术应用反映了村庄日常保洁工作中的职业性别隔离

问题。 作为职业多数群体的女性保洁员几乎全部集中在人力清扫垃圾的工作岗位上。 与男性相

比，作为保洁员的女性面临着挣得更少、做得更多、劳动更不被看见的三重边缘处境。 这种性别化

的劳动分工在多大程度上与垃圾小车的应用有关？ 意在提高环卫工作效率、保障垃圾日产日清的

机械化环卫设备如何能够兼顾效率与性别平等？ 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究。
本研究表明，村庄保洁劳动的社交、合作和公共属性能够促使老年女性保洁员产生成就感、归

属感和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洁工作可能带来的身体压力、收入不稳定和情感伤害。 事实

上，女性是城乡环卫保洁事业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女性参加村庄环卫工作是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农村

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有利于构建文明、友善、和谐的社区生活与社会环境。 近年来，
湖南、云南、浙江等地均出台了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２０２３ 年 ８ 月，风华镇所在的区城

市管理局成立了全市首家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办公室，这说明环卫工人的权益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

门重视。 根据研究发现，我们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乡村保洁工作中的污名化与劳

动分工性别化问题，充分发挥妇女在环境保护与卫生事业中的作用。 首先，镇政府要进一步优化乡

村保洁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劳动保障水平，确保乡村保洁员的基本劳动权益（如及时的工资发放和

必要的劳动保护与补贴等），从制度设计入手改变乡村保洁员的职业污名。 其次，村干部和环卫公

司要注意环卫作业机械化转型过程中的性别化分工问题，特别是保障并培育妇女使用机械进行保

洁劳动的机会和能力，避免因劳动分工性别化产生对女性的排斥和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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